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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2011—2017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和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分

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并显著减少了零工型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了稳定型

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促进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 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小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对规模农户

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并且对高社会资本家庭、女性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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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提升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人

口红利在 2013 年出现拐点,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①。 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农
村地区却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2021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22. 9%,这一比重仍显著高于同等收入

水平的国家。 此外,由于家庭分工、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一些弱势农业劳动力没有实现充

分、稳定的非农就业,非农劳动参与率较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充分既造成

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加大了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金融发展是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企业信贷约束②、拉动投资③、推动经济

发展④等渠道促进就业,并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⑤,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⑥。 近年来,在第三

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依托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普惠金融体系的中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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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①,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新的机遇。
已有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

束、提高创新能力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渠道提高企业就业规模②、促进城乡居民创业③、缓解家庭经济

脆弱性④、缩小城乡收入居民差距⑤、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⑥、提升家庭的就业率⑦、促进农村劳动力

非农转移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⑨。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低教育程度等就业弱势群体就业促进作

用更大,且更能促进农村居民、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创业;但在就业行业异质性上,已有研究

存在一定的分歧,马国旺等(202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三次产业就业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冉光和

等(202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但会抑制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 通过梳

理上述文献,我们发现目前鲜有文献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受雇就业的影响,已有研究忽略了

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如非农就业距离、稳定性和就业产业)的影响,尚未揭示数字普

惠金融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作用机理,在异质性分析上缺乏对农户家庭层面的考量。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2011—2017 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的

127,225 条匹配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首次从受雇就业的角度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并从非农就业距离、稳定性和就业产业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

征的影响,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的研究范畴;第二,在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劳动

力非农就业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提升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深度;第三,在
异质性分析中,除农村劳动力个人基本特征外,还考虑从不同家庭社会资本和农业经营规模两方面讨论

异质性影响。

一、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说

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机构依赖于物理网点的限制,以较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实现金融服务

76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兵,李娜:《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兰州学刊》,
2022 年第 9 期。

尹碧波,伍颖:《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了吗?》,《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张林,温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
吕学梁,程歌,司登奎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吗? ———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重

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
杨德勇,代海川,黄帆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限效应研究———基于不同发展维度的实证分

析》,《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 年第 3 期。
郭继辉,王泽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贵州财经大学学

报》,2022 年第 4 期。
尹志超,刘泰星,张逸兴:《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张兵,李娜:《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兰州学刊》,

2022 年第 5 期。
唐红涛,陈欣如:《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重庆工

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方观富,蔡莉:《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业产出:事实、机制和政策含义》,《农业经济问题》,2022 年第 10 期。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 年第 8 期。
马国旺,王天娇:《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冉光和,唐滔:《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行业的异质性考察》,《改革》,2021 年第 11 期。



广域覆盖提供了可能①,并以低门槛、低成本、共享等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弥补传

统金融服务的不足②,提高“长尾群体”的正规金融可得性。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海量非传统信息的分

析,能够精准把控业务风险③、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拓展交易边界④,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

的便利性和普惠性⑤,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和信息约

束,借助大数据分析引导资金配置方向,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⑥,促进创新创

业⑦,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消费互联网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

平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从事

低技能水平要求的数字经济相关工作;第三,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农村电商、直
播带货等数字农业经济快速发展⑧,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

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第四,数字普惠金融有助缓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

约束,增加其接受教育或参加培训的机会,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⑨。 同时,
避免农村劳动力因无法承担非农就业过程中的就业信息获得、交通、住宿饮食等成本,而无法实现非农

就业。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放宽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信息约束和信任约束,有利于农村劳动

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说 1。
假说 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此外,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帮助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拓宽就业信息渠道,适应产业结构变迁,

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讲,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村劳

动力接受非正规教育的便利性,降低学习成本,提升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

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社交便捷性与信息获取便利性,扩展社会资本,拓宽就业信息渠道,降低工作搜寻过

程中的信息成本,削弱求职过程中时空限制,更好地完成人职匹配,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加大了对具备互联网使

用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而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接收了大量的互联网信息,
更容易的学习和掌握各种互联网使用技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岗位需求。 据此,提出本文的

假说 2。
假说 2: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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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农村家庭微观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和相应年份宏观层面的城市经济状况数

据三部分。 其中,农村家庭微观数据部分来自于 2011—2017 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数字普惠

金融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 2011—2017 年地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城市经济状况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 在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

得到 127,225 个有效样本。
(二)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是否非农就业。 本文侧重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受雇型非农就业的影响,
并依据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来定义其是否参与非农就业。 在剔除样本中职业为家庭经营非农业劳动者、
个体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私营企业经营者、乡村及国家干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和

其他职业的个体后,将职业为家庭农业经营劳动者认定为未参与非农就业,并赋值为 0,将职业为受雇

劳动者认定为参与非农就业,并赋值为 1。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作为代理变量,为了增加样本容量,提高实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

行匹配回归。 除了总指数外,本文还以一级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

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为了方便实证分析,本文的数字普

惠金融得分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均采用其原始指标除以 100 进行衡量。
3. 调节变量。 家庭互联网使用。 宽带网络是农村居民连接互联网的主要信号源,使用宽带网络上

网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深度。 因此,本文选择以农户家庭是否接入互联网来反映家庭

互联网使用情况,将接入互联网的农户家庭赋值为 1,未接入互联网的农户家庭赋值为 0。
4. 控制变量。 为尽量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还在个人层面控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层面控制了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比例、是否为党员户、是否为干部户、土地规

模、自有农机价值、社会资本;村庄层面控制了村庄是否位于城市郊区和村庄所在县的经济发达程度;地
区层面控制了区域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比例,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 1,未非农就业= 0 0. 439 0. 496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得分 / 100 1. 221 0. 516

覆盖广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得分 / 100 1. 139 0. 516
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得分 / 100 1. 168 0. 495

数字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得分 / 100 1. 589 0. 765
家庭非农劳动时间 家庭劳动力全年非农就业总天数取自然对数 2. 933 2. 952
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家庭劳动力全年农业劳动总天数取自然对数 3. 115 1. 962

家庭劳动力闲暇时间 家庭劳动力全年未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总天数取自然对数 6. 535 0. 654
家庭互联网使用 家庭接入互联网= 1,家庭未接入互联网= 0 0. 212 0. 409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 508 0. 499
年龄 农村劳动力实际年龄 43. 330 13. 488

文化程度 农村劳动力实际受教育年限 7. 413 2. 873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 4. 465 1. 650

家庭劳动力比例 16—65 岁家庭成员数量与家庭成员规模之比 0. 777 0. 191
是否为党员户 是= 1,不是= 0 0. 149 0. 356
是否为干部户 是= 1,不是= 0 0. 038 0. 191

土地规模 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取自然对数 1. 942 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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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农机价值 家庭自有农业机械原值取自然对数 3. 209 3. 985
社会资本 家庭人情礼支出取自然对数 7. 334 1. 441

村庄是否位于城市郊区 是= 1,否= 0 0. 136 0. 343
村庄所在县经济发达程度 上等= 1,中上等= 2,中等= 3,中下等= 4,下等= 5 2. 783 0. 899

区域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0. 853 0. 084
财政支出比例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0. 217 0. 136

(三)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

鉴于本研究所选择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变量为二元离散变量,因此,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是否非农就业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为:

Empolymenti = α + βiFini + ∑λ iX i + ε (1)

上式(1)中 Empolyment 表示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非农就业,Fin 为数字普惠金融,X 为控制变量,ε
为随机扰动项。

2. 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假说 2,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Empolymenti = α + β1Fini + β2Interneti + β3Fini × Interneti + ∑λ iX i + ε (2)

上式(2)中 Internet和Fin × Internet分别为农户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和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与

家庭互联网使用的交乘项。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中(1)—(4)列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是否

参与非农就业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1。
表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1) (2) (3) (4)

数字普惠金融
0. 191∗∗∗

(0. 014)

覆盖广度
0. 191∗∗∗

(0. 014)

使用深度
0. 267∗∗∗

(0. 014)

数字化程度
0. 054∗∗∗

(0. 009)

性别
0. 647∗∗∗

(0. 014)
0. 648∗∗∗

(0. 014)
0. 647∗∗∗

(0. 014)
0. 647∗∗∗

(0. 014)

年龄
-0. 065∗∗∗

(0. 001)
-0. 065∗∗∗

(0. 001)
-0. 065∗∗∗

(0. 001)
-0. 064∗∗∗

(0. 001)

文化程度
0. 070∗∗∗

(0. 003)
0. 070∗∗∗

(0. 003)
0. 069∗∗∗

(0. 003)
0. 080∗∗∗

(0. 003)

家庭人口规模
0. 061∗∗∗

(0. 005)
0. 061∗∗∗

(0. 005)
0. 061∗∗∗

(0. 005)
0. 061∗∗∗

(0. 005)

家庭劳动力比例
0. 475∗∗∗

(0. 039)
0. 472∗∗∗

(0. 039)
0. 482∗∗∗

(0. 039)
0. 455∗∗∗

(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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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党员户
0. 109∗∗∗

(0. 020)
0. 109∗∗∗

(0. 020)
0. 110∗∗∗

(0. 020)
0. 109∗∗∗

(0. 020)

是否为干部户
-0. 216∗∗∗

(0. 037)
-0. 218∗∗∗

(0. 037)
-0. 212∗∗∗

(0. 037)
-0. 218∗∗∗

(0. 037)

土地规模
-0. 749∗∗∗

(0. 009)
-0. 750∗∗∗

(0. 009)
-0. 737∗∗∗

(0. 009)
-0. 760∗∗∗

(0. 008)

自有农机价值
-0. 048∗∗∗

(0. 002)
-0. 047∗∗∗

(0. 002)
-0. 049∗∗∗

(0. 002)
-0. 048∗∗∗

(0. 002)

社会资本
0. 120∗∗∗

(0. 005)
0. 120∗∗∗

(0. 005)
0. 115∗∗∗

(0. 006)
0. 126∗∗∗

(0. 005)

村庄是否位于是否城市郊区
0. 106∗∗∗

(0. 019)
0. 104∗∗∗

(0. 019)
0. 148∗∗∗

(0. 021)
0. 108∗∗∗

(0. 019)

村庄所在县区经济发达程度
-0. 075∗∗∗

(0. 008)
-0. 073∗∗∗

(0. 008)
-0. 076∗∗∗

(0. 008)
-0. 074∗∗∗

(0. 008)

区域产业结构
0. 007∗∗∗

(0. 001)
0. 006∗∗∗

(0. 001)
0. 006∗∗∗

(0. 001)
0. 008∗∗∗

(0. 001)

财政支出比例
-1. 131∗∗∗

(0. 055)
-1. 060∗∗∗

(0. 055)
-1. 126∗∗∗

(0. 055)
-1. 177∗∗∗

(0. 057)

常数项
1. 673∗∗∗

(0. 079)
1. 678∗∗∗

(0. 079)
1. 636∗∗∗

(0. 079)
1. 718∗∗∗

(0. 079)

样本量 127225 127225 127225 127225

Pseudo
 

R2 0. 218 0. 218 0. 219 0. 21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二)边际效应分析

表 3 中(1)—(4)列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

就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

字化程度每提高 1%,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分别增加 3. 4%、3. 4%、4. 8%和 1. 0%,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的假说 1。 综合表 2 和表 3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

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 可能的原因是,使用深度反映的是区域用户对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内各功能的使

用频率和交易规模,只有更多的用户真正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内的功能,数字普惠金融才能增加对

“长尾群体”的有效金融供给,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使用深度的提高还意味着更多的交易信息被纳

入数字普惠金融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之中,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进而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影响的边际效应

(1) (2) (3) (4)

数字普惠金融 0. 034∗∗

(0. 002)

覆盖广度 0. 034∗∗∗

(0. 002)

使用深度 0. 048∗∗∗

(0. 003)

数字化程度 0. 010∗∗∗

(0. 002)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7225 127225 127225 127225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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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非农就业特征的影响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的影响,本文从非农就业距离、稳定性和就业产业三

个方面进行讨论。 其中,非农就业距离是依据非农就业地点划分的本地就业和外地就业;非农就业稳定

性是依据非农工作性质划分的稳定就业和零工就业;非农就业产业则是依据就业行业划分的第二产业

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本地和外地就业,但对本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数字普惠金融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减少了农村劳动力零工型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了稳定型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对于上

述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如下:
从非农就业距离层面上看,本地就业机会少、收入低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到外地就业的主要原因。 数

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区域营商环境,提高创新创业水平,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渠道,增加本地就业机

会,提高本地的非农就业工资率,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本地就业。 从非农就业稳定性层面上

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微企业信贷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支付便利、拓展销售渠道等途径能

够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稳定性,从而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 并且,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缓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约束,增加其接受教育或参加培训的机会,提升人力资本,有利于提升

其非农就业稳定性。 从就业行业层面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小,中小

微企业的比例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且第三产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技

能、体力、年龄等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更能吸纳农村中的弱势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 此外,数字普惠金

融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诸如快递员、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低劳动技能要求、高
收入的职业,推动部分农村低劳动技能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就业转向第三产业就业。

表 4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的影响

非农就业距离

本地就业 外地就业

非农就业稳定性

稳定就业 零工就业

非农就业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字普惠金融 0. 091∗∗∗

(0. 019)
0. 049∗∗∗

(0. 016)
0. 081∗∗∗

(0. 016)
-0. 043∗∗

(0. 021)
-0. 151∗∗∗

(0. 016)
0. 078∗∗∗

(0. 021)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980∗∗∗

(0. 106)
-0. 027

(0. 090)
0. 462∗∗∗

(0. 092)
-2. 135∗∗∗

(0. 120)
-1. 196∗∗

(0. 092)
-1. 312∗∗∗

(0. 120)

样本量 127225 127225 127225 127225 127225 127225

Pseudo
 

R2 0. 026 0. 189 0. 169 0. 044 0. 133 0. 09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

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规模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农户家庭可能不存在非农就业,
即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存在大量 0 值,因此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借

鉴孙学涛等①(2022)的研究,以数字普惠金融的自然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使用追踪数据回归。
通过重新整理数据,使用样本中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估计。 表 5 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可以看

出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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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

数字普惠金融

第二阶段

是否参与非农就业

地区人均电信业务量
0. 006∗∗∗

(0. 000)

数字普惠金融
0. 161∗∗∗

(0. 139)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91∗∗∗

(0. 015)
0. 836∗∗∗

(0. 016)

样本量 116422 116422
R2 0. 266 0. 258

F 统计量 2922. 1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更换被解释变量

tobit dy / dx

更换解释变量

logit dy / dx

使用追踪数据回归

logit dy / dx

数字普惠金融
0. 012∗∗∗

(0. 002)
0. 008∗∗∗

(0. 002)
0. 183∗∗∗

(0. 014)
0. 033∗∗∗

(0. 002)
0. 280∗∗∗

(0. 038)
0. 046∗∗∗

(0. 006)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54∗∗∗

(0. 011)
1. 015∗∗∗

(0. 096)
2. 214

(0. 268)

样本量 50239 50239 127225 127225 15823 15823

Pseudo
 

R2 0. 680 0. 218 0. 26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五)内生性讨论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齐红

倩等① (2022) 的研究,以地

区人均电信业务量作为工具

变量,运用 2SLS 对模型进行

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一阶段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地区人均电信

业务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对数字普惠金融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且 F 统计量大于

10,符合对工具变量的使用

要求;由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村劳动

力非农就业参与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证实了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四、机制检验

本文从家庭非农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三个方面采用 OLS 模型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

金融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原因。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非农劳动时间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和家庭劳动力闲暇时间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以说,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促进了农

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在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提高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得性的同时,使得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和闲暇的机会成本上升,作为“理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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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人”的农户必然会减少参与农业经营的时间和闲暇时间,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到非农工作中,以获得更

多的收入和效用,改善家庭整体状况,从而促进其参与非农就业。
表 7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机制

家庭非农劳动时间 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家庭劳动力闲暇时间

数字普惠金融
0. 045∗∗∗

(0. 025)
-0. 5811∗∗∗

(0. 016)
-0. 022∗∗∗

(0. 005)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55∗

(0. 195)
-0. 436∗∗∗

(0. 126)
3. 892∗∗∗

(0. 037)

样本量 50239 50239 50239

R2 0. 118 0. 168 0. 35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五、异质性分析

(一)家庭特征异质性

在农户家庭特征异质性上,本文选择从农户家庭农业规模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其中,农
户家庭农业经营规模以耕地规模是否大于 50 亩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小规模农户和规模农户;对农户

家庭社会资本的划分则是依据农户家庭全年人情礼支出取自然对数后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低社会资

本组和高社会资本组。 农户家庭特征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农户家庭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农业经营规模

小规模农户 规模农户

社会资本

低社会资本 高社会资本

数字普惠金融
0. 340∗∗∗

(0. 013)
0. 073

(0. 099)
0. 174∗∗∗

(0. 021)
0. 209∗∗∗

(0. 019)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721∗∗∗

(0. 076)
-4. 432∗∗∗

(0. 670)
1. 860∗∗∗

(0. 105)
2. 949∗∗∗

(0. 102)

样本量 123045 4180 56471 70754

Pseudo
 

R2 0. 170 0. 076 0. 179 0. 24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农户家庭农业经营规模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

了小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而对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 可能的解释为,一
方面,小规模农户在非农就业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缓解农村劳动

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了小规模农户在非农就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促使小规模农户将更

多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于非农部门;另一方面,规模农户在农业经营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数字普惠金融通

过缓解规模农户农业经营上的信贷约束、拓展销售渠道、提高规模经济效应等渠道,进一步提高了规模

农户在农业经营方面的比较优势,规模农户会将更多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于农业部门。 由此可见,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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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进一步加深了小规模农户与规模农户间的分化。
在农户家庭社会资本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低社会资本组和高社会资本

组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对高社会资本组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可能的解释

为,与低社会资本组的农户相比,高社会资本组的农户能够通过熟人网络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提高了

家庭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 而低社会资本组农户的就业信息渠道来源相对单一,就业信息获取

不足,不利于家庭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二)劳动力个人特征异质性

在劳动力个人特征异质性上,本文选择从劳动力性别和文化程度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劳动力性别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更大。 可

能的解释为,在家庭分工中,女性劳动力往往扮演照料家庭的角色,无法进行远距离的非农转移,而本地

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限制了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增加本地

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女性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就业。
表 9　 劳动力个人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性别

女性 男性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数字普惠金融
0. 183∗∗∗

(0. 021)
0. 133∗∗∗

(0. 021)
0. 160∗∗∗

(0. 016)
0. 126∗∗∗

(0. 052)
0. 070

(0. 126)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638∗∗∗

(0. 107)
2. 256∗∗∗

(0. 105)
2. 118∗∗∗

(0. 079)
3. 291∗∗∗

(0. 252)
4. 958∗∗∗

(0. 684)

样本量 62509 64716 111584 11549 4092

Pseudo
 

R2 0. 172 0. 237 0. 188 0. 236 0. 14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在劳动力文化程度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初中及以下学历和高中学历劳

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对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作用不显著,并且对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参与非农就

业的促进作用最大。 可能的解释为,低学历的劳动力往往劳动技能不高,就业面相对较窄,企业在进行

招聘时也会因优先考虑高学历劳动力,对低学历劳动力有一定的就业排斥,低学历劳动力也就成为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居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同
时也促进了网络主播、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低劳动技能和低学历要求的新兴职业,有力促进

了农村低文化程度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这也体现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

六、进一步分析:家庭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中第(1)到(4)
列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对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中,加入家庭互联网使

用以及家庭互联网使用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
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家庭互联网使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正

向影响的情况下,家庭互联网使用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交互项也分别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即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对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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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家庭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数字普惠金融 0. 192∗∗∗

(0. 014)
覆盖广度 0. 169∗∗∗

(0. 015)
使用深度 0. 230∗∗∗

(0. 016)
数字化程度 0. 042∗∗∗

(0. 009)
家庭互联网使用 0. 241∗∗∗

(0. 019)
0. 213∗∗∗

(0. 019)
0. 203∗∗∗

(0. 020)
0. 248∗∗∗

(0. 018)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互联网使用 0. 099∗∗∗

(0. 034)
覆盖广度×家庭互联网使用 0. 109∗∗∗

(0. 035)
使用深度×家庭互联网使用 0. 079∗∗∗

(0. 034)
数字化程度×家庭互联网使用 0. 074∗∗∗

(0. 024)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381∗∗∗

(0. 077)
1. 691∗∗∗

(0. 082)
2. 123∗∗∗

(0. 092)
1. 730∗∗∗

(0. 082)
样本量 118423 118423 118423 118423

Pseudo
 

R2 0. 219 0. 223 0. 243 0. 22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 10,∗∗p<0. 05,∗∗∗p<0. 01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2011—2017 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tobit 模型、OLS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以下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分

别增加 3. 4%、3. 4%、4. 8%和 1. 0%。 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并显著减少农村劳

动力零工型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稳定型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第三,异质性分析

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小规模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对规模农户无显著影响,并且对高

社会资本组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劳动力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

力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大。 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

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上述结论对于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数字信息技术,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需要进一步

提高各地的互联网覆盖率,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以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第二,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和劳动力市

场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顺利地进行非农转移,进一步提高非农就业的稳定

性和非农就业质量。 第三,进一步加大居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激励和扶持力度,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与政策扶持形成合力,促进居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

位。 第四,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避免农户在进行非农转移后,因农业劳动力短

缺而采取粗放的农业经营策略,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王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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